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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选题：全球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

我们的卫生

工作方针经历数

次调整，但不管

怎么变，“预防

为主”始终是我

国卫生工作最重

要的方针。

预防必须为主
—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

王绍光

2020 年春，一场新冠肺炎危机肆虐中华大地。现在疫情已渐消退，但还

没有结束。与 17 年前的“非典”危机相比，这次疫情造成的损失足足高出一

个数量级：就确诊人数而言，前者数以千计，后者数以万计；就死亡人数而

言，前者数以百计，后者数以千计；就直接经济损失而言，前者是千亿级，后

者是万亿级。面对如此惨痛的遭遇，人们不禁要问，这类疫情在多大程度上是

可以避免或减弱的？诚然，引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现

代国家之所以设置一套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就是为了减少疫情发生的几率吗？

最近，习近平在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时指出，“这场疫情对全

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大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可以正常发挥作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套体系会失灵？本文通过

梳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疾控体系经历的四次危机，希望能从中吸取一点

教训。

预防为主及其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中国政府就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

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从那时到现在，随着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的卫生工作方针经历数次调

整，但不管怎么变，“预防为主”始终是我国卫生工作最重要的方针。

预防为主，必须以一套卫生防疫体系为抓手。为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新中国甫一成立，政府就开始致力于构筑这种体系。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我国已建立起一个四级国家卫生防疫体制和一个“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

前者由县以上的各级防疫站构成（2002 年后改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财政全额拨付其经费；后者分布在广大农村，由县级卫生防疫站、公社（乡）

防保组 ( 站 )、大队（村）卫生室组成。这两张相互衔接的网络构成了一个严

密的卫生防疫体系。

基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疾病防控体系，我国卫生防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死

亡率快速大幅下降，婴儿死亡率快速大幅下降，促使预期寿命快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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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预 防 为

主一直都是我国

的卫生工作方针，

但 在 执 行 中， 该

方针有时并未得

到贯彻落实。过去

70 年， 我 国 防 疫

疾控体系经历过

四次较为严重的

危机，每次都后果

严重。

不执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没有两张公共卫生网络的支撑，如此辉

煌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预防为主一直都是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该方针有时并

未得到贯彻落实。过去 70 年，我国防疫疾控体系经历过四次较为严重的危机，

每次都后果严重；新冠肺炎是最近的一次。

第一次危机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底，全国的卫生防疫机构数量已大幅增加；有些

省份已全部建齐了各级防疫站。但“大跃进”开始后，新生防疫站的定位便出

了问题。此后几年，防疫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例如，在“全民大炼钢铁”时，

很多防疫人员不得不放下本职工作，参与其中。又如，行政区划频繁变动带来

卫生防疫站的合合分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再如 1957~1959 年，很多地

方精简机构，将防疫站撤销，或把它并入别的部门，使防疫职能边缘化。更严

重的是，1960~1962 年，不少卫生防疫人员被精减，被迫改行或调离。所有

这些变动都严重削弱了防疫体系的能力；一些省份出现严重疫情（如河北暴发

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次伤寒疫情），给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

的影响。直到 1963 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后，这次危机才开始消退。

第二次危机

这次危机发生于“文化大革命”的早期。从 1966 年秋冬起，全国各级公

共权威机构开始受到冲击；1967~1968 年，政府与其职能部门难以正常运转，

卫生防疫机构陷入瘫痪。1969~1970 年，虽然公共权威开始重建，社会秩序

逐步恢复，但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对原有的政府部门与公共机构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不少地方将卫生防疫机构正式撤销，全国防疫站数量持

“预防为主”始终是我国卫生工作最重要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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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苗头

是，政府卫生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

的比重急剧、大

幅下滑，在四级

国家卫生防疫体

制出现巨大裂缝

的同时，“三级

基层医疗预防保

健网”面临更严

峻的局面。最终，

暴发了“非典”

危机。

续下滑，跌回 1956 年的水平。随着人员大量流失，很多地方已无法开展防疫

工作，导致整个国家的卫生防疫体系支离破碎，疫情频繁出现，大幅回升。如

1966 年秋至 1967 年春，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发病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又

如 1968~1971 年，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面积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疟疾

暴发流行。

“文革”后期，一些省份在 1970~1971 年恢复了卫生防疫站建制。

1972 年，国务院发出《健全卫生防疫工作的通知》后，其他地方曾被撤销的

防疫机构也开始恢复或重建。与此同时，广大农村逐步形成了与合作医疗、赤

脚医生三位一体的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第二次危机渐告终结。

第三次危机

这次危机从孕育、恶化到暴发，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在孕育阶段，人们

对它几乎没有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严重性逐渐显现，业内人士发出警讯；

最后，它表现为造成巨大损失的“非典”，震惊了全国与世界。

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忽略

了卫生事业。其最初的苗头是，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急剧、大幅

下滑，到 2000 年跌至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位。政府卫生支出份额缩减对公共

卫生部门（包括卫生防疫机构）冲击最大。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各级

卫生防疫机构属于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反过来，这些机构免费为社会提

供防疫服务。1985 年起，政府启动了一场“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医疗改革。“不

给钱”是指，会削减卫生系统的财政拨款份额；“给政策”是指，为弥补财政

拨款的缺口，允许、鼓励、要求所有卫生机构“多方集资”。这就为卫生防疫

部门收取公共卫生服务的劳务费与成本费开了绿灯。此后，“保偿服务”扩展

至“有偿服务”。为了生存，许多卫生防疫机构不得不各显神通，想方设法扩

大服务范围，将有偿服务从防疫扩展到更容易赚钱的诊疗，把主要精力移向开

展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或以“卫生监督”的名义靠罚款收入度日。

在四级国家卫生防疫体制出现巨大裂缝的同时，“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

网”面临更严峻的局面。到 2000 年前后，三级网已基本瓦解。

当四级国家网与三级基层网都千疮百孔时，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变得不

堪一击，其脆弱性在“非典”危机之前已显露无疑。最终，在 2002 年冬、

2003 年春暴发了“非典”危机。

痛定思痛，损失惨重的“非典”一役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深刻反思和检讨，

其中作为公共卫生关键环节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一个重点。第三次危机结束

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到了公共卫生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 3

年内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在中央财政的引导下，全国各级投入

上百个亿，完成了所有县级及以上疾控机构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仪器设备的更新，

并耗费巨资建起了全球最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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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政

府宣布，“全国

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建设已取得阶

段性进展”。恰

恰就是这一年，

成为疾控体系在

医疗卫生领域里

地位相对下降的

转折点。此后，

疾控支出占政府

卫生支出的比重

一路下滑，近三

年跌到历史低点。

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

在对疾控机构的财政经费保障方面，进展同样巨大。到 2018 年，对全国

各级疾控中心的财政性投入已是 2002 年水平的 10 倍。该年，各级疾控中心

只有大约两成收入来自有偿服务，与“非典”之前比，情况大为改善。

各级疾控中心的硬件改善了，经费充裕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疾控体系

就万事大吉了呢？

第四次危机 

与第三次危机一样，这次危机的潜伏期相当长。近些年，业内人士开始对

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议论纷纷，但绝大多数人对此还毫无察觉，直到出现新冠肺

炎危机。

回想起来，“非典”以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经历了 17 年的大发展。卫

生总费用在 2002~2018 年间足足增加了 10 倍；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政府

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也快速攀升。资金大量流入促使医院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数量也翻了将近一番；其中执业医师的数量翻了不止一番。

问题在于，蒸蒸日上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否落实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如

果从这个角度检视，隐忧就浮出水面了。

2007 年，政府宣布，“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恰恰就是这一年，成为疾控体系在医疗卫生领域里地位相对下降的转折点。此

后，疾控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一路下滑，近三年跌到历史低点。政府对

疾控事业的忽略，必然产生削弱疾控机构的后果。近 10 余年，中国的疾控人

员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一成，到 2018 年只剩下 18.8 万人。更严重的是，

外流的主要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卫生技术人才，尤其是高端的执业医师与

助理医师。即便不计质量，仅就人员数量而言，中国的疾控机构就严重短缺。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 倍多，俄罗斯的近 10 倍，但美、俄的疾控人员都比我们

的多。

疾控体系在医疗卫生领域地位相对下降导致的问题最终在本次危机中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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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来 自 疾 控

系统的全国人大

代表在 2019 年的

两会上再交提案，

并发出警告：如果

再不重视疾控队

伍建设，当“非典”

再来的时候，对国

家经济的冲击，对

百姓健康的冲击，

其损失都不是金

钱能衡量的。

中国疾控机构不仅人数少，而且地位低。首先，法律地位低。原本有一个

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我国疾控体系建设与管理的‘纲领性’文件”的《关于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但现已失效。其次，权责地位低。现在疾

控系统定位为“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是政府部门，

不具备行政权与执法权。第三，薪酬待遇低。疾控机构的薪酬待遇只是同级医

院同职称人员的三分之一左右。第四，职业评价低。在整个医疗卫生行业里，

与疾病预防控制相关的公共卫生学科不被人重视，且评价机制不健全、职业发

展空间狭窄。

早在 2015 年前后，业内人士已用大量调研数据呼吁政府与社会关注险象

环生的疾控体系。2018 年，有来自疾控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提交了《关

于稳定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议》，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不得已，这位代表在

2019 年的两会上再交提案，并发出警告：如果再不重视疾控队伍建设，当“非

典”再来的时候，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对百姓健康的冲击，其损失都不是金钱

能衡量的。

除了现有四级国家疾控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外，更大的缺口在基层。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曾经为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三级基层医

疗预防保健网”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

“预防”二字不见了，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职能往往被束之高阁。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 2002 年到 2018 年，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

的发病率没有下降，死亡率不降反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 年春，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小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的卫生方针，从未改变，但在过去

70 年，我国疾控体系还是发生了四次危机。这四次危机暴发的时代背景不同、

具体原因不同、表现方式不同、严重程度不同、善后处置不同，但相同的都是

未能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导致的。“重治轻防”似乎是根深蒂固的顽症，每

当现实危机消退，它就会卷土重来。与“重治轻防”如影随形的是“财神跟着

瘟神走”：“瘟神”到了，“财神”就会跟来；“瘟神”一离开，“财神”就

转向别处了。以上四次危机，总结起来只有一个教训：预防必须为主。“预防

为主”虽是老生常谈，却是金科玉律：如果忽略群体，只对个体进行干预，忽

略预防，只注重临床诊疗，终将付出沉重代价。“预防为主”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举措中，落实到人员与资金的配置上。这样的教训

已经有了四次，不可谓不深刻。但愿不要出现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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